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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东征与国共两党的抗日谋略∗

◎ 张利杰

内容提要　 １９３６ 年前后，晋绥两省成为中日交锋的前沿地带。 中共把“经营山

西”作为“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国民党则将两省视为南京中央与地方实力派阎锡

山联手抗日的重要阵地。 然而，国共两党并不了解对方的抗日谋略，中共为了“争取

迅速对日作战”倾全军之力东征山西，国民党则因担心日本势力插手而欲从速阻拒

东征的红军。 国民党中央军大批开入山西后，中共为保存抗日力量主动撤回陕北，

待陕甘后方稳固后再东向抗日；国民党则顺势将中央军留置晋绥周边，悄然转化为

防日的国防力量。 东征之役虽是一场内战，但其缘起、过程和结果都深受国共抗日

筹谋的作用。 它客观上改变了双方的抗日布局，影响了两党的关系走向以及全面抗

战初期山西抗战格局，在抗战史中具有一定的枢纽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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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东征之役对于国共两党而言都是具有转折性的事件。 一方面，红军东征是中共中央瓦窑堡会

议后发起的首次军事行动，是中共由国内革命战争转向抗日民族战争的重要转折点；另一方面，在民族

危机日益加深的背景下，东征之役掀起国、共、日多方势力在华北的新一轮角力，改变了国民党在晋绥及

周边地区的军事布局。 目前学界关于东征的研究分属两系：一是从中共的角度阐述红军东征前后其政

治军事策略制定实施的过程及意义；①二是从国民政府的角度切入，考察东征之役期间华北区域内的多

方博弈及其内在逻辑。②目前，有关红军东征的基本概况已被梳理清楚，遗憾的是上述两类研究分属两

套叙事话语、两套分析框架，导致一些关键问题难以被融通地理解。

红军东征之役是全面抗战前夕发生在华北的一场较大规模内战，那它与当时社会上的抗日风潮有

没有关系？ 在华北日伪势力的潜在威胁下，国共两党在战场内外对日本因素做出了怎样的因应？ 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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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对战局和政局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概言之，红军东征这场内战与抗战局势有着怎样的关联？ 中共党

史方面的研究肯定东征的目的包含了抗日，但却未及论述红军如何通过政治决策与军事部署来实现该

目标；民国政治史方面的研究则将焦点放在多方势力的政治博弈上，有关抗日的议题无形中被悬置了起

来。 实际上，国共在东征之役中的决策和行动，无不牵涉到两党的抗日筹谋和布局，不单是中共将“经营

山西”作为“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①国民党方面也把晋绥视为“中日竞争之焦点”。② 东征之役最终改

变了华北军政格局，影响了两党关系的走向，它在抗日战争史、国共关系史中都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③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共双方视角，综合多方史料，力图揭示这场国共内战背后的抗日主线，

以更宽阔的视野重审红军东征的历史影响和意义，进而对从国共内争到一致对外的历史转折提供一些

新的理解与认知。 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东向抗日：中共的东征决策

红军东征是一次包含着多重目的的军事行动，由于其目的复杂和多岐，过去党史研究的表述存在较

大差异。 王东仓对此做过专门的解释，他总结出红军东征大致有三个目的：准备对日作战、巩固扩大根

据地以及打通与苏联的国际交通。④ 学者们普遍接受后两项说法，但对于红军东征是否有抗日目的则存

在争议。 有人质言：东征抗日“乃当时的政治号召，不是真正的作战目的……‘抗日’是假的”。⑤ 诚然，

红军主力远离抗日前线，东征中也未能与日伪势力直接交手，这样的怀疑情有可原。 但通过考察中共高

层东征决策的来龙去脉，会发现东征抗日不单是政治宣传上的号召，也是军事战略上的重要步骤。

东征山西抗日的战略设想是在中共中央落脚陕北前后逐步成型的。 １９３５ 年 １０ 月，中共陕甘晋省委

就提出过“东上抗日”的远期目标。⑥ １１ 月底，红一军团与红十五军团会师陕北，随即粉碎了国民党军队

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毛泽东提出红军下一步发展的方向以东、南两面为宜，并且说“东讨之

利益是很大的”。 其中的利益考量，就包含了对日作战可能带来的有利影响。⑦ １２ 月中下旬，中共中央

政治局在瓦窑堡举行扩大会议（瓦窑堡会议），会议决议“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到东边的

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东向抗日由此成为党的一项战略方针。⑧

东征之所以在较短时间内就成为党内基本共识，不仅是因为抗日是中共的一贯主张，更在于当时的

局势使中共的抗日实践变为可能。 自建党之初起，中国共产党就肩负起“反帝”的历史使命，“九一八事

变”后中共进一步将矛头指向日本，打出了“北上抗日”的口号。 至 １９３５ 年底，中共中央研判国际国内形

势后更坚定了抗日的决心。 国际上，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帝国主义国家很可能发动世界性的大战。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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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阿西尼比亚抗击意大利的民族战争以及中国高涨的反日运动，引领着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

这些都表明“目前的世界是处在大革命与大战争的前夜形势中”。 结合国内形势来说，日本想要“吞并全

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势必引发帝国主义间———也就是英美与日本的争斗，苏联也正在准备应对日本

在远东的挑战。 重重外部压力之下国民党的内部摩擦增多，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遇到了严重的统

治危机。 反观中共和红军主力，在经历了长征的绝境逢生后则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① 总之，在中

日战争乃至世界大战的前夜，中共又一次面对着重大的历史机遇，政治主张乃至实际行动上的抗日准

备，无疑是中共中央想要布下的战略先着。

瓦窑堡会议通过的有关政治策略和军事战略的两个决议清晰体现了中共为抗日而做的准备。 政治

方面，党的策略方针是发展“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 过去中共的统一战线主

要面向的是下层群众，现在则是要不论阶级、派别、团体来“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② 这样的转

变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出中共中央领导层的政治远

见。 中国共产党要想在国内取得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必须要凸显政治上的正义性。 可以说，抗日既是统

一战线的目的，也是统战工作赖以利用的政治资源。 因此中共要更进一步地扩大统一战线，必然要在抗

日上投入更多的资源。 通过东征抗日这样的实际行动，中共便可能在将来的政治号召和民众动员中占

得先机。

军事方面，基于对敌我力量的恰当评估，中共中央确定红军（实指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第一方面军）

１９３６ 年在军事部署方面的总方针是“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同时估计到在 １９３６ 年下半年红军主力

“有可能和有必要同日本军队发生部分的战斗”。 该方针可以分解为“准备力量”和“直接对日作战”前

后两个目标。 为了增强自身力量，红军的当下任务是“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直接对日作

战”则作为下一步目标。③ 红军主力东征作战的步骤便是据此设计的：第一步，巩固扩大陕北根据地；第

二步，在山西击溃阎锡山主力开辟晋西根据地；第三步，由山西向绥远转进。④ 如果一切顺利，红军将很

可能背靠外蒙获取苏联的援助，在适宜游击作战的晋察冀交界地区与日伪军交战。 因此，虽然在当时来

看红军的任务是巩固根据地、发展自身力量，但这些都是为将来可预期到的、更具战略意义的对日作战

做实质性的准备。 此乃中共首次将红军主力的对日作战纳入现实层面的考量。

综上，中共中央认定东征“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对我们有利”，这也是毛泽东在党内讨论中阐说最多的

一点。⑤ “有利”所指的对象不单是巩固陕甘根据地，还在于占得抗日的战略先机。 东征既是为了在当

下巩固抗战力量，更是为了将来的抗日做准备。 抗日也不仅是中共停留在口头上的宣传，更有了付诸行

动的具体方针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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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是，抗日的敌人理应是日本帝国主义，那为何东征打的却是蒋介石和阎

锡山？ 前文已述，打击蒋阎势力是红军直接对日作战的前置步骤，而非最终目标。 更何况，在中共眼中

抗日与反蒋反阎并不相悖。 尽管当时中共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计划，但“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和

“日本走狗”阎锡山起初并不在统战对象之列。 中共视蒋、阎与日本帝国主义为一丘之貉，这并非是中共

的宣传说辞，而是党内的基本共识。① 因此，反蒋反阎就是反卖国贼，也就是抗日。

二、两难抉择：国民党对晋绥周边局势的估计和应对

山西和绥远是红军东征的目标区域，两地虽然名义上属南京国民政府管辖，但长期在老牌地方实力

派阎锡山的统治之下。 阎锡山先是在中原大战中失去逐鹿中原的资本，又在“九一八事变”后持续受到

日本侵华的刺激，逐渐接受了一方疆吏的角色，与南京中央蒋介石的关系趋于好转。② １９３４ 年，蒋介石

在西北之行中到访晋绥，那时他与阎锡山谈的最多的是经济社会发展问题。③ 然而仅过了一年时间，形

势就已大为不同，日本发动华北事变进一步将势力渗入冀察两省，包括中央红军在内的多路红军会师陕

北，晋绥两省在政治、军事上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凸显了出来。④ 红军东征之役前，蒋介石和阎锡山对华北

局势的估计和应对策略趋近，双方的关系也因此而更加紧密。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演变为“安内攘外”并举。

１９３５ 年，南京政府在“安内”方面取得一些进展，借着围追堵截红军长征的机会，将国民党中央势力插入

了西南和西北。 但其在“攘外”方面却蒙受巨大损失，华北事变以及《何梅协定》的签订，迫使南京中央

势力退出华北。 是年底，蒋介石将陕甘“剿共”的重任交予张学良和东北军负责，他本人腾出更多的精力

放在应付日本制造的华北危局上。 蒋在日记中写道：“陕北之匪虽猖獗未杀，此乃奉军不力之故，决非赤

匪之强也。 总之，今年中心工作是为剿匪，可说已达七分之成功，明年则可以抗倭为中心，而对匪仅着力

于清剿可也。”⑤

站在蒋介石的角度来看，在其势力“西进”“北退”，战略重心由“安内”转向“攘外”的背景下，晋绥两

省在抗日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从国防军事的层面讲，绥远是连接中苏的重要通道，山西则是华北唯

一的天然屏障。 若将来中日战争爆发，晋绥无疑是国民政府获取外援、固守抵抗的战略要地。 从政治格

局的层面讲，日本策动的“华北五省自治”是通过挑拨地方实力派与南京中央的关系，培植亲日势力作为

“地方自治”的马前卒，来达到分裂中国、侵吞华北之目的。 作为反制，蒋介石必然要拉住地方实力派不

至于投日，进而影响地方实力派倒向南京方面。 依蒋的观察，冀察的宋哲元与日方关系暧昧，山东的韩

复榘“尤为动摇”，惟有晋绥的阎锡山“深明大义”是可以拉拢的最佳人选。⑥ 因此无论在军事还是政治

上，晋绥在蒋介石的抗日筹谋中都有着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张闻天：《论红一方面军的东征》（１９３６ 年 ２ 月 ２０ 日），张闻天选集编辑组编：《张闻天文集》第 ２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３
年，第 ７４ ～ ７７ 页。

参见刘文楠：《寻找理想的中央—地方关系———蒋介石与晋绥地方实力派的博弈（１９３１—１９３４）》，《史林》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
潘晓霞：《１９３４ 年蒋介石西北之行》，《抗日战争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
１９３５ 年底是华北、西北地区局势较为动荡的一个时期，现有研究更多地关注在陕甘地区的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张学良的统

一战线活动（参见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 ３ ～ ８２ 页），或者探讨在

冀察平津地区掀起巨大波澜的华北自治运动（参见贺江枫：《华北自治运动与地方实力派的政治选择》，《历史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贺江枫：《１９３５ 年华北自治运动与国民政府的因应———以何应钦北上为中心》，《史学月刊》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对于晋绥两省的特

殊情况鲜有专门的论述。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１９３５ 年“本年反省录”，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下同。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１９３５ 年 １０ 月“本月反省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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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阎锡山对周边局势变化的感知更为直接，应对也更为谨慎。 为了维持其统治，他提出了

“防赤睦日以自救”①的策略。

首先是“防赤”。 阎锡山自创了一套防共的理论和办法，核心要义在于教化、组织、武装民众防共，并

经由经济层面的制度设计，从根本上消除中共“赤化”的土壤。 他自信其防共政策可以根除“赤患”，而

对于出兵“剿共”持保留态度。② 直到 １９３５ 年下半年，阎锡山顾虑陕北红军日益壮大，才加派四个旅的晋

绥军渡河“协剿”，“能使赤匪不越黄河而东扰晋境为足”。③ 总之，阎锡山认为中共的威胁在于其“赤化”

能力惊人，倘使政治上的防共之法能贯彻下去，军事上只要稍加防范，就有把握将红军御于晋绥之外。

其次是“睦日”。 阎锡山的“睦日”并非是要投靠日本，而是在双方实力对比过于悬殊且存在一定的

政治转圜空间的情况下，用暂时妥协来争取“自救”的时间。 对于阎锡山来说，日本的威胁来自两个层

面。 一是日本驻华武官、特务人员，他们通常是以通信、派员的方式威逼利诱阎锡山脱离南京中央。 二

是日本支持的伪蒙势力，以德王为首的伪蒙势力秘密接受驻华日军的援助组织伪政权和军队，试图从阎

锡山手中夺取绥远。 对此，阎锡山判断日本不太可能直接对晋绥动武，但须防范宋哲元和韩复榘倒戈，

使晋绥直接暴露在日军面前。 因此他需要在不触怒日人的情况下，“从旁赞助”南京中央解决华北危

机。④ 对阎锡山来说，伪蒙势力才是他当前的心腹大患。 伪蒙势力的上层人物在绥远有一定政治根基和

军事武装，且与日本、伪满势力联系日益紧密，很有可能将内蒙剥离为第二个伪“满洲国”。 由于绥远问

题涉及民族事务和国际问题，阎锡山希望南京中央能够制定政治解决方案，并在将来日军侵绥时为其提

供军事后援。⑤ 由此而论，阎锡山的“睦日”“自救”策略的实现皆有赖于南京政府。

阎锡山越来越需要南京中央给予其政治、经济乃至军事上的援助。 与之相对，蒋介石也需要阎锡山

的支持而将晋绥打造为国民政府防日的“桥头堡”。 蒋介石和阎锡山的关系随着双方在对日问题上的合

作共识而水涨船高。 １９３５ 年 １１ 月，国民党五全大会召开，阎锡山在明知“日本必恶其亲南”⑥的情况下

仍飞赴南京出席大会，蒋介石则“决心以华北全责交阎”。⑦ １２ 月，回到太原的阎锡山派员奔走各方，努

力修复华北各地方实力派与南京中央的关系。 次年初，“华北自治运动”尚未落下帷幕，热察地区的伪蒙

军蠢蠢欲动，阎锡山派心腹徐永昌去南京“问中央要决心、要处置，事实的处置”。⑧ 随后，南京中央授予

阎锡山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高阶职位，行政院通过了为限制伪蒙势力而制定的“分区自治办法”，并由

中央财政秘密补助晋绥军每月 ３０ 万的军费以及总计 ２００ 万元的国防工事费用。⑨

反观另一面，蒋介石和阎锡山在晋绥防共的问题上就少有对话。 在蒋介石看来，他既然把西北“剿

共”的任务交给张学良，把华北防日的任务交阎锡山，就不便再对后者“剿共”提更多的要求。 阎锡山则

是过于自信其政治防共之法的有效，也没有在“防共”上投入过多兵力。 因此当张学良和杨虎城来找他

协商应对红军“南侵东渡两企图”时，阎称“恐尚须向中央求援手也”，结果是无疾而终。�I0 总的来看，在

“防共”与“抗日”的两难处境下，国民党对于晋绥的战略布置是重“抗日”而轻“防共”。 孰料，１９３６ 年 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I0

《阎锡山致傅作义电》（１９３６ 年 １ 月 １０ 日），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史料，典藏号：１１６ － ０１０１０１ － ０１０６ － ２４４。
参见张文俊：《在畏惧与自信之间：红军东征前阎锡山对中共的防范》，《民国研究》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李生达致蒋中正电》（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 ７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００２ － ０８０２００ － ００４６５ － ０４３。
《徐永昌日记》第 ３ 册，１９３５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１９９１ 年，第 ３１７ 页。
《阎锡山致徐永昌电》（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史料，典藏号：１１６ － ０１０１０１ － ０１０６ － ２０８。
《徐永昌日记》第 ３ 册，１９３５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１９９１ 年，第 ３２１ 页。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１９３５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徐永昌日记》第 ３ 册，１９３６ 年 １ 月 ３１ 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１９９１ 年，第 ３６３ 页。
《徐永昌日记》第 ３ 册，１９３６ 年 ２ 月 ２６ 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１９９１ 年，第 ３７６ 页。
《阎锡山致傅作义电》（１９３６ 年 １ 月 １０ 日），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史料，典藏号：１１６ － ０１０１０１ － ０１０３ － ２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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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下旬，红军已经完成了东征的准备，几乎是倾全军之力向山西发起了突袭。

三、“兄弟阋墙”：东征之役期间的国共博弈与对日策略

中共中央政治局随红军主力东征山西，足见对此次军事行动的重视和期待之高。 周恩来对这场战

役的结果和影响做过一个预期，大致来说最低限度是迫使晋绥军调回在陕北的晋绥军，使陕北根据地得

到巩固和扩展；较好的情况是红军在山西得以开辟一块抗日根据地；更进一步则是由红军东征掀起抗日

热潮，推动开展华北游击战争，实现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的组建。① 事实上，倘若只是为了壮大自身实

力，向陕南开展游击战争或是向西、向北接通与苏联的国际通道是更优的选择。② 正因为肩负了打开抗

日局面的重大使命，中共才“要下大决心到山西”。③

尽管国民党方面对红军东渡计划早有察觉，但没料到对方会投入如此多的兵力到山西。 当红军主

力顺利渡河直插晋西腹地之后，阎锡山才反应过来红军“似不仅一扰乱山西企图”。④ 阎锡山将半数以

上的晋绥军编为四个纵队，布成“口袋阵”堵截红军。 然而，灵活机动且富有作战经验的红军接连击溃晋

绥军先头部队，阎锡山不得不考虑向南京中央请求援军。
国民党中央军要开入山西，日本方面是一道潜藏着的关键障碍。 日本谋求华北“特殊化”，致力于肃

清南京政府在华北的势力，因而忌讳中央军进入山西。 晋绥当局就担心中央军的介入会刺激日本，进而

给日伪军侵扰晋绥的口实。 蒋介石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日本若加干涉，则无异“逼晋共妥协”，“是倭之所

患也，故其祸不致于激变”。⑤ 不过，蒋介石也深知入晋红军如不能尽快“剿除”则难免引来日本干预，因
而指示“此时宁可匪化秦中，而不可使有一匪残留于晋”。⑥ 蒋介石要阎锡山“乘其范围未广、兵力未充

之机一举而扑灭之”。⑦ 不久，日本国内发生“二二六事件”的政变，徐永昌判断“其国内方遭巨变，当不

因此早决裂也”，也建议阎锡山 “为一股歼灭（红军）之计”，应尽快请中央军前来增援。⑧ １９３６ 年 ３ 月 ４

日，阎锡山权衡战局之后，终于致电蒋介石请他调中央军入晋，对方欣然应允。
于是，国共双方的战略目标清晰了起来，国民党是要晋绥军、中央军联手迅速解决东征红军，中共

则是要给国民党军以重大打击从而在山西开辟根据地，一场对决在所难免。 ３ 月中旬，为了争夺晋西

吕梁山脉与晋中盆地交界处的战略要地兑九峪，红军与晋绥军主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 此役过

后，红军为避免陷入阵地鏖战，主动改变策略，兵分三路扩大在山西的活动范围。⑨ 另一边，在国民党

中央援军尚未大部投入作战之前，无力围堵红军的晋绥军只得是“寻匪主力而击之”。�I0 战局由此进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I0

《东征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１９３６ 年１ 月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
第 １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 年，第 ４４５ 页。

东征前后中共中央内部对红军主攻方向的讨论，参见李爱军、王增祺：《东征前后战略方针与主攻方向的论争》，《军事史

林》２０２０ 年第 ９ 期。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１８９３—１９４９）》（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５０５ 页。
《阎锡山致蒋中正电》（１９３６ 年 ２ 月 ２８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００２ － ０８０２００ － ００４６８ － １６１。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１９３６ 年 ２ 月 ２４ 日。
引文出自蒋介石给阎锡山来电的批复草稿，正式复电未得见，但从阎锡山随后回电中的“秦地亦属紧要”一语可知，他收到

过这封复电。 参见《阎锡山致蒋中正电》（１９３６ 年 ２ 月 ２８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００２ － ０８０２００ － ００４６８
－ １６１；《阎锡山致蒋中正电》（１９３６ 年 ３ 月 １ 日），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史料，典藏号：１１６ － ０１０１０１ － ０１０３ － ２７１。

《蒋中正致阎锡山电》（１９３６ 年 ２ 月 ２３ 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典藏号：００１ － ０１６１４２ － ０００３５ － ０６４。
《徐永昌日记》第 ３ 册，１９３６ 年 ３ 月 ４ 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１９９１ 年，第 ３８０ ～ ３８１ 页。
具体部署是以林彪率红一军团为主力的右路军南下，徐海东率红十五军团为主力的左路军北上，总部特务团、骑兵团等少

数兵力编为中路军随总指挥部继续巩固晋西。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１８９３—１９４９）》（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

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５２１ 页。
《阎锡山致蒋中正电》（１９３６ 年 ３ 月 １７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００２ － ０８０２００ － ００４６９ － １１１。



　 　 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１ 期

　 １３６　　

入相持阶段。

红军东征明确以抗日为目标，前已退出华北的国民党中央军开进山西，这两件事无不刺激着日本方

面。 日方关注着东征战局并伺机在华北和内蒙问题上做文章。 华北方面，日本陆军省起草了《关于防止

山西赤化》①的命令，要求驻华日军向冀察和晋绥两方施加影响，阻止中共和南京中央力量进入华北。 驻

华日军派员游说华北各地方实力派，要求与其缔结所谓的“防共协定”。 同时，关东军以保侨保商的名义

调动军队，华北驻屯军要求增加兵额兵员，准备在必要时侵入山西。② 内蒙方面，日方鼓动伪满、蒙势力

做军事入侵晋绥的准备，并派人在绥远境内制造事端。③ 日本方面一手准备武力介入，一手强化政治渗

透，总之是要借机在晋绥乃至华北进一步扩大势力范围，攫取利益。

对于日本的意图，国民党方面心知肚明。 阎锡山向南京中央反映，连日来访的日方代表 “唯恐匪不

窜至晋南，失去借题发挥之机会也”。④ 阎提出了应对之法：“软来则不理、忍耐，硬来则与拼”。 徐永昌

的观察印证了这一点，他在日记中写道：“对日人之胡缠，阎先生态度极是，意志亦十分坚定”。⑤ 蒋介石

虽然对日本方面的行动有所担忧，但他从中日国交的层面判断“倭态以内部纷乱，对我不得不渐取缓和

之势”，⑥当下似可放手用兵，惟须力求速决战事。 蒋认为，此役“不仅晋省之祸福所关，实国家之存亡所

系……若能集中兵力一鼓荡平，则稍缓时日尚称为有益无损”。⑦ 在蒋看来，既然日方暂时不会直接介入

山西战事，那么派重兵从速解决在山西的红军，不仅能够避免日方寻衅滋事，而且有机会将“剿共”毕其

功于一役。 于是，３ 月底，蒋介石派心腹陈诚入晋协助阎锡山，同时增派大批中央军前去增援，投入山西

的中央军兵力达到了 ８ 个师外加 ３ 个旅。⑧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在对日策略上也有了新变化。 ３ 月下旬，随军出征的中共中央连续举行了六次

政治局会议，后被统称晋西会议。 晋西会议对中共和红军的政策方针作了一些调整：政治上“决定争取

迅速对日作战为党与红军的重要任务”，军事上确定“第一时期以经营山西为基本战略方针”，这些调整

旨在将抗日目标进一步明确化并提升到更为紧要的位置。⑨ 张闻天强调，既然打出抗日的旗帜，那么不

向东发展、不提出像“红军集中河北”这样具体的口号，“则红军不能证明为抗日先锋队”。�I0 为了使中共

的抗日主张更具说服力，更应将东征的既定计划坚持贯彻下去。 况且，就东征第一个月的情况来看：中

共在后方已与张学良秘密达成停战协定，留守陕北的红军从地方武装手里还夺取了一些地区；红军在山

西前线的发展尚属顺利，三路军在晋西南、晋西北打开了大片活动区域。 因此，中共没有理由撤退，反而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I0

该命令原件见：「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０１００３１０３５００、昭和 １１ 年「陸満密綴 １． ３０ ～ ３． １８」（防衛省防衛研

究所）」。
《张群致阎锡山电》（１９３６ 年 ３ 月 ５ 日），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史料，典藏号：１１６ － ０１０１０８ － ０９１７ － ０１４。 相关研究可参见

王萌：《１９３６ 年日本华北驻屯军的增兵、升格及其后果》，《史林》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萧李居：《〈华北防共协定〉与 １９３６ 年日本对华政

策》，栾景河、张俊义主编：《近代中国：思想与外交》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６３３ ～ ６５５ 页。
《傅作义致阎锡山电》（１９３６ 年 ３ 月 ２１ 日），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史料，典藏号：１１６ － ０１０１０１ － ０１０６ － ３３７。
《何应钦致蒋中正电》（１９３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００２ － ０８０２００ － ００２６４ － ０６１。
《徐永昌日记》第 ３ 册，１９３６ 年 ４ 月 ６ 日、９ 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１９９１ 年，第 ４０２、４０４ 页。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１９３６ 年 ３ 月 ２１ 日，“本周反省录”。
《蒋中正致商震转阎锡山电》（１９３６ 年 ３ 月 １５ 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典藏号：００１ － ０１６１４２ － ０００３５ － ０８９。
包括商震第 ３２ 军、汤恩伯第 １３ 军、关麟征第 ２５ 师、李仙洲第 ２１ 师、邹洪之第 ４３ 师、孔令恂第 ９７ 师、胡宗南第 １ 师下属第 １

旅、黄杰第 ２ 师下属第 ６ 旅、周喦第 ６ 师下属第 １８ 旅。 参见何智霖：《中央军参与山西剿共之探讨———兼论陈诚入晋指挥始末（民
国 ２５ 年 ３ 月至 ５ 月）》，台北：《“国史馆”学术集刊》２００４ 年第 ９ 期，第 ９５ 页。

《彭德怀、毛泽东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的通报》（１９３５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

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１３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第 ６３ 页。
引文为张闻天在晋西会议上的发言，参见徐占全、徐婧编：《决策·存亡———长征中重要会议的解读》，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３０２ ～ ３０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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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坚定了开辟山西根据地东向抗日的决心。

４ 月，国民党中央军源源开到前线，战场形势逐渐发生改变，国共双方调整了各自的作战策略。 中共

方面，毛泽东与彭德怀下令：左路军由晋西北逐步向南移动，右路军和中路军留在晋西、晋西南，通过收

缩巩固红军活动范围来确保完成“赤化”“扩红”的任务。① 尽管形势变得不利起来，但中共仍坚持要在

晋西打下一片根据地。 国民党方面，阎锡山和陈诚都希望从速解决东征红军，但就采取何种作战方式的

问题存在意见分歧。 阎倾向以“追剿”的方法逼迫红军离晋，陈则主张取“围剿”办法在晋西消灭红军。

眼看红军迟迟不退，阎锡山最终同意了陈诚的办法，下令修筑堡垒封锁线围迫红军。② 随后的一段时间

内，红军虽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赤化”“扩红”工作，但却在对手的重兵压迫和堡垒封锁下失去了向东

突击的时机。 ２８ 日，出于保存红军实力、保卫陕甘根据地的考虑，毛泽东和彭德怀商议决定红军班师回

陕。 ５ 月上旬，红军主力陆续顺利撤回陕北。

邓野对国共双方在这场战役中的表现有一个精要的总结：“关于战争的进程，彼此都缺乏足够的估

计”。③ 国民党未料到东征红军数量之多、作战能力之强，中共也未估计到中央军会迅速、大批地开入山

西。 言而未及的是，双方的误判在相当程度上都来自不了解对方的对日态度与谋略。 中共本以为“阎可

能反蒋而不抗日，来替日本清道”；④国民党亦不相信中共有东向抗日的决心与行动。 东征之役开始后，

中共为了迅速达成抗日目的，不惜全力向东进军，并坚持要在山西开辟根据地；国民党则为避免日本方

面借机干预，力图一鼓作气解决东征红军。 这就是红军东征之役的吊诡之处：双方动用全力的一场内

争，其开端、过程乃至结果竟深深受到了各自对日谋略的影响。

四、外御其辱：抗日视野下东征之役的历史影响

从事后看，东征之役的结果对于国共双方而言都可圈可点。 红军在山西活动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

兵员、物资都得到了相当的补充。⑤ 更为重要的是在政治影响方面，中共以东征的实际行动“更清楚的证

明了红军是抗日的先锋队，更广泛的扩大了抗日红军的影响”。⑥ 不仅抗日团体和左派政治家声援红军

抗日，而且国民党内部亦出现了同情的声音。⑦ 总的来看，红军东征使得陕甘根据地暂时得到巩固，抗日

的影响得以扩大，中共达成了部分预期目标任务。 不过，由于巩固扩大根据地以及打通国际交通的目标

没有实现，中共需要重新调整战略方向来完成东征之役的未竟使命。

在另一边，国民党虽如愿在日本未及干涉的情况下化解了红军东征，但是“剿共”与抗日的两难困境

并未因此消解。 起初，蒋介石打算以晋绥军 ３０ 个团加上中央军 １５ 个团的兵力西渡黄河，再配合在陕甘

的东北军一举根除红军。⑧然而，绥远方面来自日伪的威胁始终制约着国民党的兵力调用。 当晋绥当局

集中力量对付东征红军之时，伪蒙势力趁机坐大。 ５ 月中旬，德王在日本的支持下在察哈尔成立了伪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东征军的行动计划和陕甘部队的扩编问题》（１９３６ 年 ４ 月 ３ 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１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

版社，１９９３ 年，第 ５０８ 页。
⑧ 《徐永昌日记》第 ３ 册，１９３６ 年 ４ 月 １２ 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１９９１ 年，第 ４０５ 页。
邓野：《阎锡山对红军东征的拦截及其多方政治周旋》，《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５ 期。
《彭德怀关于以统一战线的纲领反蒋抗日巩固扩大苏区给张闻天、毛泽东等电》（１９３６ 年 １ 月 ２６ 日），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

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电文》（上），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７ 页。
《徐永昌日记》第 ３ 册，１９３６ 年 ５ 月 ２２ 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１９９１ 年，第 ４２７ 页。
《中共西北中央局宣传部关于目前形势和陕甘党的任务讨论提纲》 （１９３６ 年 ５ 月 ３０ 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１３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３７ 页。
《林育英等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与张国焘关系问题给朱德等的电报》（１９３６ 年 ５ 月 ２０ 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１３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２５ ～ １２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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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军政府，纠集兵力两万余人准备进占绥远和晋北。 经阎锡山多次陈情，蒋介石终于意识到“倭寇目的

以绥远为重，应急防制之”，于是“电促阎增加绥远兵力”。① 原定“追剿”红军的兵力大幅缩水，最终敲定

入陕的兵力只有中央军 １８ 个团外加晋绥军 ８ 个团。② 红军虽然撤走了，但伪蒙势力却已势成，晋绥周边

局势依然险峻。

对于各自未完成的任务以及想要突破的困境，国共两党制定了新的对策和方案。 中共决定发动红

军西征。 早在毛泽东等人做出红军回师决定时，就考虑过下一步向西发展。③ 红军西征既可以扩大陕甘

根据地，又可以通过宁夏接通与苏联的国际交通，而缺点则是西征与抗日的方向相背离。 如何调和抗日

和求存的关系成为摆在中共面前的一道难题。 中共对内的解释是：“保卫西北，把西北作为民族革命战

争的根据地是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的根据地”，只有稳固自身势力才有力量对日作战。④ 实际的策略

则是：在军事上通过红军西征打开局面脱困求存，在政治上继续扩大统一战线来增进自身的抗日号召

力。 总之，红军西征是为了巩固和扩大红军的生存空间，为将来的抗日打下基础，并不意味放弃了向东

发展的战略。⑤

５ 月下旬至 ７ 月底，西征进行得比较顺利，红军向西开辟了纵横 ２００ 余公里的活动区域，一定程度上

纾解了中共在西北的生存困境。 ９ 月底至 １０ 月初，中共中央制定宁夏战役计划，试图促成红二、红四方

面军与中央红军全面会合，并与张学良、杨虎城部联合组成西北国防政府，在占领宁夏接通与苏联的国

际通道后，率先与日伪势力正面交锋，掀起全国性的抗日局面。 １０ 至 １１ 月，三路红军部分会合，但宁夏

战役未能按计划执行。 西征战略受阻，中共再次提出红军主力东征晋绥的计划，只不过后来因为战场形

势变化以及西安事变的爆发，二次东征未及付诸实践。⑥ 总之，东征结束后中共只是出于巩固扩大根据

地和打通国际交通的目的，而暂时将发展方向转向西面，不仅没有改变争取直接对日作战的方针，也从

未放弃其东向抗日的战略。

国民党方面，蒋介石和阎锡山协商后决定在太原成立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由陈诚出

任总指挥，率两路中央军和一路晋绥军渡河进入陕北，负责陕甘“剿共”的东、北两面之责。 该总指挥部

名义上为“剿共”所设，实际上“于成立之始即负有抗战剿匪之双重任务”。⑦ 国民党顾忌中央军留驻晋

绥会刺激到日本，因而借“剿共”之名将中央军一部留置作防日之用。 蒋介石对此甚为自得，认为“绥远

布置与对倭策略，决定委派陈诚为西北四省总指挥之令，此着必有功效”。⑧ 他还告诉阎锡山：“预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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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渡黄河扩大陕甘苏区的命令》（１９３６ 年 ４ 月 ２８ 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１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第 ５２３ ～ ５２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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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匪必西窜，绝不敢在陕北负隅”，尽管中央军暂时难以向绥远方面增援，但晋绥军将来大可放心将防共

部队转移至防日前线。① 可见，在红军主力西去的情况下，国民党对于晋绥的布局又回到了东征之役前

以防备日本为主的状态。 只不过，这一次蒋介石和阎锡山有了更深厚的合作基础，晋绥军与中央军的联

手也不再是纸上谈兵了。

６ 月，原定“追剿”红军的国民党军准备由晋入陕。 军队开拔前，蒋介石就先抽走一个师南下平息

“两广事变”，阎锡山也抽出大致一个师兵力留在山西修路，入陕兵力再次缩水。 ８ 月，伪蒙军王英部两

千余人西侵绥东，拉开了绥远抗战的序幕。 蒋介石令驻陕北的中央军第 ２５ 师拨借炮兵秘密增援晋绥

军。② ９ 月，中央军第 ８９ 师参谋长吴绍周领队以“农业考察团”的名义前往晋察绥边境地区进行军事侦

察。 １１ 月，中央军汤恩伯第 １３ 军和晋绥军第 ７２ 师由陕北开回晋北，“剿共”部队在绥远抗战全面爆发后

的第一时间就转为抗日的后备军，对来犯的日伪势力起到了震慑作用。③

总而言之，红军东征之役并没有即刻扭转国共两党的战略方针，但客观上改变了双方的抗日布

局。 中共尝试通过扩大根据地、接通国际交通来打造抗日的稳固后方，国民党中央和晋绥系则进一步

合作充实晋绥抗日国防，两党用各自的方式坚守着抗日的方针和任务，抗日的共同意愿悄然推动着国

共再度联手。

红军东征期间，中共对于国民党蒋介石和阎锡山的敌对态度开始松动，与蒋阎两方进行了试探性的

接触。④ 此役过后，中共发觉南京中央内部支持“联共抗日”的势力逐渐抬头，阎锡山对于“剿共”的态度

有所动摇，而他们都有被争取到抗日阵线的可能。⑤ 由是，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希望南京政府以“兄弟

睨于墙外御其辱”的精神停战议和一致抗日，⑥同时谋求与包括阎锡山在内的各地方实力派联成统一

战线。

红军东征之役还迫使国民党重新思考“剿共”抑或抗日的问题。 用中共的话来说就是：“联共抗日，

或是防共降日，东征把这问题尖锐的提了出来”。⑦ 晋绥军乃至中央军内部，都不同程度地弥漫着抗日而

不愿“剿共”的情绪。⑧ 阻拒红军东征、西征，是国民党在“抗日”与“防共”两难抉择中将“剿共”方针贯

彻到底的最后尝试。 红军在东征中几乎全身而退，而在西征中又巩固了核心力量，国民党难以彻底消灭

中共势力，却又不得不承受来自日伪方面与日俱增的威胁。 蒋介石、阎锡山等国民党高层人物开始寻求

联共抗日的可能性。 １９３６ 年下半年，南京中央与中共开始秘密谈判，阎锡山也与中共建立起了经济和情

报往来。 最终，以西安事变的解决为契机国共两党实现停战，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形成。 由此来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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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过程中，红军东征为国共关系的破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亦可视为两党走向共同抗日的一个关键环节。

五、结论

从表面上看，红军东征山西之役既未能实现红军直接的对日作战，也没有造成华北中日两方的正面

冲突，这场内战看似与抗日无关。 但实际上，红军东征之役发生在全面抗战前夕的华北地区，它深刻地

受到隐含在场的日本因素影响，国共双方在东征之役前后的筹谋无不包涵着强烈的抗日意图。 对中共

而言，尽管东征抗日的计划事实上未能成行，但不能以此来否定中共率先抗战、领导抗战、全面抗战的意

图及决心。 对国民党来说，日伪势力在华北和内蒙的潜在威胁无形牵动着其应对红军东征的战略选择，

使其在山西采取急进的“剿共”策略，最终改变了全面抗战前夕的华北军政格局。

１９３６ 年前后，随着日本侵华势力向华北地区的进一步渗透，山西、绥远成为中日交锋的前沿地带。

国共两党都将晋绥视为抗击日本的重要阵地，但双方采取的策略并不相同。 中共是以政治上的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与军事上的东征山西战略相配合，占得全国抗战的先机。 国民党则是通过避免过度刺激日

本来争取喘息时间，以加紧充实晋绥国防力量。 以后见之明视之，不能将中共的抗日策略简单地理解为

政治宣传，同样也不应将国民党对日暂时的克制忍让等视为卖国。 但历史的当局者一时不了解个中内

情，于是便有了颇为离奇的一幕：一面是中共为了“争取迅速对日作战”倾全军之力东征山西，另一面是

国民党为防止日伪势力插手而付诸全力从速消灭东征红军，双方竟在同样抗日的目标下爆发了一场激

烈的内争。 在国民党中央军大举开入山西的情况下，红军为了保存实力退回陕北，东征之役由此结束。

国共两党的抗日布局随之一变，中共决定巩固和扩大陕甘根据地后再谋东征抗日，国民党则是以“追剿”

红军的名义在晋绥及周边地区布下了国防力量。 国共在这场内战中对彼此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在全

民族抗日呼声愈发高涨的背景下，双方由于共同的抗日意愿逐渐走向了一起。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重

启经晋绥至冀热察的东向抗日策略，国民党则将晋绥周边国防力量投入前线战场，山西战场上迅速形成

了八路军、晋绥军和中央军携手抗战的局面。① 由是而论，东征之役改变了双方的抗日布局，影响了两党

的关系走向以及全面抗战初期山西抗战格局，在抗战史中有一定的枢纽意义。

应当说，国共在抗日决心和态度上的一致性，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基础所在。 同时我们也可以

发现，两党的抗日策略及其所依凭的力量相当迥异。 国民党依凭自身在国内政治中的优势地位，重视国

防军事的布置，主张对日一边交涉一边抵抗；中共则是坚守独立自主性，注意抗日战略的前瞻性，且善于

发挥自身在动员民众和游击作战方面的特长。 国共在抗日问题上的相同与相异，预示着两党在全面抗

战中将肩负起不同的责任，发挥出各自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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